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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供了全球秩序转变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间迅猛发展，现已成为区域领导者和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角色。
2013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与之前的“和平崛起”及“和谐社会”目标是一致的。 这个倡议具有里程碑意义，旨在加强中国在双边对话、平等互利和利益共享等作为拥护者的地位。 “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需要巧妙的沟通交流策略来缓和世界对中国硬实力的看法。
本文将超越传统观点下的政治宣传叙事话语和软实力不重要的潜在论调。以丝绸之路及其悠久历史为依托，中国的目标是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加强合作的同时，提升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外交影响力。以丝绸之路作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的软实力或公共外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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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同时与国际制度逐步接轨，中国加强国家稳定，国际合作更广泛，为世界和平作出了更大贡献。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项目：最初名为“一带一路”（OBOR），现在为“一带一路倡议”（BRI），它包括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 从地理角度来看，前者通过中亚和中东从东亚到欧洲，而后者包括来自东南亚、大洋洲和北非的国家（Tiezzi，2014：网络）。其覆盖全球的贸易规模和沿线经济体令人印象深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创建了一个连接三大洲的海洋帝国。
因此，中国不断加强双边伙伴关系，完善政策协调，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互联互通，创造贸易和人文交流的机会（中国关键词，2017）。该计划不仅与先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工作一脉相承，更是积极色彩的政治叙事话语，缓和了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势力。
2014年，中国开设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VPYS），该学术计划旨在为下一代中国研究者提供交流机会，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和西安等主要中国城市成功举办。西安原名长安，是历史古都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也是古丝绸之路上古代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渊源也因此通过西安的文化和贸易遗产得以展现。德国地理学家、旅行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于1877年提出了“丝绸之路”。最初的丝绸之路始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持续到元朝（公元1279-1368年）（Frankopan，2015），是人们交换货物和文化艺术品的贸易路线，宗教也随之在各个国家帝国和文明之间广泛流传，事实上，艺术、丝绸、佛教或基督教在进入新环境后也有所融合。丝绸之路自2014年起被列为世界遗产，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2016：网络），并认定其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过去的四十年来，中国已蜕变为拥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最雄心壮志的项目。目前，该倡议的目标是加强中国在双边对话、平等互利和利益共享中作为拥护者的地位（中国关键词，2017），并为自身打造一个永远追求和谐的仁义之国形象。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标志性项目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雄心，需要巧妙的沟通策略来缓和世界对中国硬实力的看法。
本文首先将以中国在1978年至2018年间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制度参与方面取得的成就为重点，探讨其成为世界上重要合作伙伴的原因。此后，本文将关注中国政治叙事话语，最后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国民改变国家形象的做法。
1 、中国与世界：四十年经济成就，实现强大全球影响力
中国的国内转型
通过参与国际机构，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方面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Lanteigne，2016）。1971年，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加入联合国，成为拥有决议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成员之一， 这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全球影响力。
Minzner总结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关键要素。邓小平在1978年引入经济改革，不仅包括权力分散、农村去集体化和开展工业化，还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Minzner，2015）。这使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不仅提升了经济影响力，在外交和世界安全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
中国成为多个区域组织成员，表明其区域融合力和影响力。中国于1986年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1991年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1996年成为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1997年成为东亚国家联盟（东盟加三国）成员。在其他国家，人们对中国的崛起的看法不仅是“威胁”也是“机遇”（Henderson，2011,2008; Guo，2006; Breslin，2013）。它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迅猛增长在其他国家褒贬不一，因为中国的硬实力强大而具体，难免不使其他国家感受到潜在的恐惧。
世界的发展不可预测，因此，亨德森（Henderson）认为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促使世界向“全球 - 亚洲时代”的可能发展（Henderson，2008）。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过程和一种状态”（O'Brien，Williams，2010：310-315）。亨氏将“转变”描述为从已知起点到“已知终点”的运动，而“转型”是指从已知起点到“未知终点”的变化过程（Henderson，2008：376）。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发生了转变：由注重数量转为注重质量之后，中国不再被视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工厂”，而成为了消费者的市场。
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转型之后，中国现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事务的重要力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常常引起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是否受到挑战相关的学术论战，甚至是冲突。肯尼迪（Kennedy）认为任何崛起大国都需要资金来支持其增长并发展军事实力，而军事力量对维持可持续财富积累起同样作用（Kennedy，1987）。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概念也称为“修昔底德陷阱”（Shirk，2008），即新崛起大国挑战统治地位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正如雅典对古希腊的斯巴达或二十世纪的德国对欧洲。沃德龙（Waldron）（2015）则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更不比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Shirk和Brown这样的学者坚持认为，为了深入认识中国的行动，至关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中国国内变化和不断提升的全球影响力去理解中国想要什么, 或者说习近平主席想要什么,以及中国担心什么（Shirk，2008; Brown，2017）。
如何传播政府政策，受众又是谁？ 当传播是自上而下的时候，通常被视为政治宣传或操纵，即政府为达到目的所发布的非中立信息。在国际关系（IR）中，外交政策领域的专家人士认为埃德蒙古里昂（Edmund Gullion）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公共外交”一词（Cull，2009：19），其定义如下：
 “......是公众态度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 它涵盖了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的维度; 各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塑造公众舆论;国与国之间的私有团体和利益方展开互动; 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的影响; 外交官、驻外记者等从事交流工作的人之间的沟通; 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Cull，2009：19）。
卡尔（Cull）则认为Gullion的定义是对政治宣传的另一种解读，尤其是其提到了“信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PDAA，2015：网络）。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是什么让中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一种新的模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相反，经济实力和军一样是硬实力的表现，这使得中国周边国家都感受到了一定威胁。因此，利用软实力作为公共外交和战略沟通的新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2 /中国与世界：战略沟通强弱

软实力及寻找更具吸引力的讲故事方式
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Nye，1990）提出的“软实力”一词是对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描述，各个国家通过加强与别国的友好关系和提升自身国际形象而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相反，“硬实力”代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Nye，2004，2011）。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精炼分析，两者的结合被称为“巧实力”（Nossel，2004; Nye，2011）。经济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工具。 布雷斯林（Breslin）和奈伊（Nye）坚持认为，软实力是各国共有且以认知为重点的（Breslin，2011; CSIS，2016）。虽然中国是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表现出强大的硬实力，但其惊人的经济发展和扶贫成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而这也是软实力的一种表现。
与软实力相似，“公共外交”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和信息传播，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管理，都是以知觉，公信力和声誉为基础的。此外，软实力信息的受众是无法控制的，因此，软实力不可能像政策一样操纵或者宣传; 在全球事务中，软实力常常用于建立互信，加强合作（Hartig，2016）。公信力对成功运用软实力至关重要（Barr等，2015：213-215），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是俄罗斯或中国等非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

21世纪，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种信息渠道，人，非政府部门等。信息监管变得越来越难，辨别信息及其准确性同样是难题。奈伊（Nye）提出“叙事话语是提升软实力的新方向”（ Nye, 2011: 104）。在信息和社会媒体流动的时代，可靠的的信息必须包含内容和来源两方面，同时必须讲述技巧性强，能有效触及目标人群。为何叙事话语和讲述很重要？为何美国和中国等强国在传播上投入大量精力？

外交政策叙事话语，从中国崛起到新丝绸之路

经济发展40年来，中国领导层相竞提出创造性表达来阐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策略，并将其确定为特定话语，2000年初，胡锦涛主席期间，中国学者郑必坚率先提出中国政策是“中国和平崛起”，后改为“中国和平发展”，相较于“发展”，“崛起”感觉更具威胁性（Guo, 2006）。随之凸显了“和谐社会”提法重要性（Callahan, 2012），中国领导层意在国内和国际打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

在经济发展和南海主权问题等区域领土争端事务上，虽然中国表现出政治体制和强大的硬实力（Morton, 2016），但其大国之路并非充满极度对抗性。通过提出“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等政策，中国决策者坚持外交、伙伴关系和对话。中国始终助力于大国之间达成平衡态势，而非取而代之。因此，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 “新丝绸之路” 的提出给叙事话语传播带来了新挑战，那么该如何淡化中国扩张的国际形象，而强化建立亲密伙伴关系所带来的益处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

马歇尔（Marshall）就地理和历史条件带来的不利因素指出，地理位置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态度，中国不断提升自身海洋实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南海紧张局势涉及到外交、海军实力提升、各方自然资源利益等方面，而西藏和印度周边的边境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地缘政治安全，资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方面（Morton, 2011）。马歇尔同时强调，美国是跨两个大洋的打过，而中国则是意图成为海洋大国的内陆国家（Marshall, 2015: 31-59; Lanteigne, 2016）。对比实际行为和选择的道路以及和平积极的语言措辞，中国是否言行不一？

在制度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经济、外交、人力等方面着力投入，以推进“一带一路”外交政策理念（Rolland, 2017），该倡议同样旨在改变自身国际形象。布朗（Brown）认为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还是新丝绸之路均具有模糊概念的优势（Brown, 2016: 202）。罗兰（Rolland）在回应对中国话语叙事和意图批评声时表示，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表明其绝非是徒有其名（(Rolland, 2017: 93），也不是模糊的政治措辞话语。事实上，虽然政治话语要求灵活性和变通性，中国决策者有信心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政治稳定，此番愿景意义重大，需要大量公共外交工作。
3 中国和世界：关系和软实力的重要性何在？

          打造形象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创了以卓有成效的文化外交来达成外交关系，在这方面堪称榜样，“乒乓外交”（d’Hooghe, 2008）的出现表明国家需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同时也承认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不可操控的非政府部门开展。莱维特（Levitt）和杜伯纳（Dubner）描述了冷战期间中美之间这种文化交流方式，体育是当时国家外交的有效手段（Levitt ,Dubner, 2014: 126-127），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办，中国队首先邀请了美国队访问北京，礼尚往来，美国政府随之派外交官到访中国，同时也邀请中国队前往美国。虽然两国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共同利益，但传统外交却不奏效。一场体育赛事开启了国家外交新篇章，运动员作为沟通桥梁和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让两国政府受益匪浅。

如同软实力，民间外交源于美国外交策略，是其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Hart, 2013: 12-14）。哈特（Hart）详细分析了民间外交，认为该策略“可开展范围广泛，且打造了美国的世界形象”，为了回答9.11事件后出现的疑问如“为什么他们仇恨我们？”（Hart, 2013: 1-14），哈特引用了纽约时报文章。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以打造国家形象的做法表明美国意图把自身中立或负面的国家形象转变为正面积极的，这反映了意识形态蕴含于国家外交政策战略。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和政治实现了华丽转型，然而国家形象却变化不大。作为区域性的强有力领导者，中国亟待思索其国家形象，以实现国家利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哈蒂格（Hartig）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其他国家接受其温和的目标。从奈伊提出的定义来看，中国强劲的经济会给自身带来一种过分强大的国际负面形象，因此，为了消减作为世界大国的负面影响，中国和其软实力相关话题在今天依旧意义重大。

中国软实力面临的冲突：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技术和信息社会，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多数领导人都重视国内国际沟通交流，像对待商品一样治理国家，这需要管理两个群体，即海外受众和国内受众，后者更为重要。积极发展的同时中国还要应对许多问题，如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社会问题和医疗弊端等（Pei, 2006; Morton, 2011）。20年来，人们奈伊提出的软实力引起普遍关注，甚至过度饱和，但作为战略资源，软实力依旧和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息息相关。

研究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和国际声望是一种战略资源，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尤其凸显其重要性（Ferguson, 2015, Wang, 2011, and Ferguson, 2003）。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国家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是缺乏对受众的监控，谈到中国时，Shambaugh生动地阐释了这一观点：“金钱买不来国家软实力，它只能赢得。”（Shambaugh, 2015）。事实上，公共外交和传播不同于政治宣传，宣传只会适得其反，会有损国家公信力和实力。

哈特（Hart）指出21世纪的公共外交是“二战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战争交流事务（Hart, 2013: 4-5）”。除了塑造国家形象，公共外交还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和他国建立良好往来，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关系”或人际网络关系；二，通过解释说明以及化解外交方针决策困境，公共外交可以解决短期危机。此外，中国还具有自身优势：如Kavalski认为“关系”反映了中国的儒家传统，如“仁义”，表明社交关系中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相互依存的，具有共享性和互惠性（Kavalski, 2018），因此，缔结合同并不是终点，而是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目标的方式，更不是利己行为。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大多离不了“关系”，这是一种人际能力，独立于硬实力或软实力。因此，“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离不开集体力量和共同努力，绝非不择手段追求自我满足。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积极建立多种伙伴关系，全球经济随之形成，管理国家形象，并在国际交往中展示仁爱大国的形象需要多方面发力。

大力发展学术交流、国际会议、提供奖学金等人文交流，中国在重塑国家形象上另辟蹊径（d’Hooghe, 2008: 51; Nye, 2011: 105）。20年来，通过开展对外交流和教育，中国一直在输出其文化和历史，以增进世界和中国的相互了解。其中最瞩目的文化教育策略当属在数百所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还有在海外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和新华社等媒体力量。由于采取自上而下策略，最终结果往往喜忧参半，还被看作政治宣传（Shambaugh, 2015），事实上，软实力通常走自下而上的道路。此外，中国欢迎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大学学习，政府组织许多学术交流活动，中国智库学者也促进了知识交流和中国的学术声望（Shambaugh, 2015）。以上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让民意调查产生积极的变化，由于软实力既非正面也非负面，是难以衡量的。无论中国政体本质如何，无论中国走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道路，更加紧迫的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聚焦构建战略性叙事话语（Roselle et al, 2014: 74），相关分析要点应聚焦于信息概念界定、传播、国内海外受众接受度等内容。

结本文反映了197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历的国际变化和中国地位的改变。虽然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其发展成就不仅超出人们期待， 而且超越了“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工业化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实力和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带来了负面结果，即国家形象欠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双边对话、平等互利，利益共享等问题上一直扮演领导者，2013年独具精心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当前，中国正在构建全新政治叙事话语，沟通交流技巧策略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削弱自身在国际上强硬大国的印象。

以丝绸之路和自身悠久历史为依托，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外交影响力。值此之际，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Visiting Programme for Young Sinologists ，VPYS）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的沟通交流机制：为中国和到访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志趣相投的研究者相聚一堂，在古城西安展示并探索古丝绸之路的魅力。在国际关系大背景下，该项目是以学术交流，人文交流，文化遗产展示国家软实力的最佳体现。自上而下的国家倡议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交流相融合，定会让中国赢得积极评价，为综合塑造国家形象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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